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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民主人士眼中的“新中国”

○ 马皓若 王 毅

[ 摘要 ]1949 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展密切合作、坦诚协商，共图建

国大业。在这一过程中，民主人士感受到解放区“充满了新中国的新希望”，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带给人民光明的未来，他们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寄予无限的希望与憧憬；在寻求“中间道路”失败后，

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积极参与

《共同纲领》这一“人民大宪章”的制订，努力构建新中国的蓝图；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民主人士深切体会到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翁”，身处其中的他们以主人翁的心态和地位投身国家

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新中国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关键词 ] 新中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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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成为国际国内的大

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人民

呼声，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建设新中国。然而，

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打破了中共争取和

平的努力。经过光明与黑暗两个中国之命运的

决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

大。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迅

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口号”，得到各

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

响应。彼时，民主人士早已对国民党失望，中

共“五一口号”的适时提出恰与他们的政治诉

求高度契合。在中共的领导下，建立民主联合

政府，成为民主人士共同的政治选择。1949 年，

对于中国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中国共产党

关于“新中国”的种种认识和构想在这一年里

变成现实，民主人士也从对“新中国”的畅想

走向了参与新中国的建设。长时段大方向的历

史研究，可以呈现时代的大脉络；集中于某个

时间节点的人物心理变化与行为选择的爬梳，

亦能透出历史发展的重要面相。探讨 1949 年民

主人士眼中的“新中国”，为我们回答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独特视角。

一、解放区“充满了新中国的新希望”

进入 1948 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

解放区迅速扩大，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解放区普遍开展土地

改革、建政选举等民主民生运动，已然展现出

了与国统区不同的新气象。正如香港《大公报》

所论，当时中国经济呈现着两种极其不同的走

向：“旧的走向死灭；新的正在进前。南京政

府的统治还在所谓币制改革之后，从崩溃走进

总崩溃；而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经济，则大步

地在走着上坡路。”［1］为了使民主人士更直观

地感受到解放区的新面貌，增进他们对中共的

了解和信任，同时也为了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

自 1948 年 8 月起，中共盛情邀请并精心护送香

港、上海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进入东北、华北

解放区参观。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还专门发

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各地对

待民主人士应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

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

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

［1］潮声：《崩溃与繁荣》，《大公报》（香港）1949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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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行的情况

亦应据实相告”。［1］为了使民主人士更充分地

了解解放区的建设情况，解放区曾组织各部门

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作有关“战争、军事政策、

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

等方面的报告，同时还通过举行座谈、组织参

观、向他们提供“党的公开文件及材料，解放

区建设的材料”等途径，积极主动地做民主人

士的工作。［2］陆续抵达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

主人士，皆被中共的诚意所打动，其“所到之处，

立被欢迎拥护”［3］。在亲身感受到解放区各项

建设事业发展后，他们也被解放区翻天覆地的

变化所触动。

民主人士首先注意到的是解放区的经济建

设。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记录了自

己对解放区生产建设的所观所感：“土改政策

益臻完善。保护工商业非虚语。……与伪统治

区相比，实已不啻天壤之分。”［4］数月以来的

参观使民主人士发自内心地感到国共两党是不

同的，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经济建设符合他们

对建设一个经济富强新中国的想象与期待。中

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称他

们看到了解放区在中共领导之下，“地方秩序

之安定、工商业之欣欣向荣，土地改革和生产

建设的惊人成就，人民的确享受到了民主自由

的幸福生活”［5］。中国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目

睹解放区新气象后，对新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充

满信心，表示：“我深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

国是可以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进步的

工业国，新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的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6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78 页。　

［2］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6 册，第 78、

79 页。　

［3］《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等发表致各地会员电》，

《东北日报》1949 年 2 月 11 日。　

［4］《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等发表致各地会员电》，

《东北日报》1949 年 2 月 11 日。　

［5］《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对时局的意见》，《晋中日报》

1949 年 2 月 1 日。　

确是非常的乐观。”［6］

让民主人士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共产党

政治上的民主主张与实践。中共在解放区积极

开展民主建政和民主选举，不仅调动群众积极

参与民主政治，还向其宣传民主、平等等观念，

使群众真正认识到自身“主人翁”的地位。当

时有一首《建政歌》这样唱道：“政府由大家选，

为我们把事办；……要选谁，就选谁，选自己

可心人。”［7］解放区民主选举、拥政爱民的改

革，得到民主人士由衷的赞叹。马叙伦观察到，

解放区的政治风气焕然一新：“官兵融成一体，

工作者不肯浪费分秒时间。凡事皆有计划，以

民主决定。有过即改。官吏不独无贪污，亦少

嗜好。”［8］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章乃器说：

“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

从来找不到解放区这样光明的时代。”持同样

感受的还有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常务委员沙千

里，他说，在解放区，“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

人们都翻了身，昨天还是牛马，今天成了真正

的人，国家的主人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

务委员沈钧儒也指出：“进入解放区后看到了

真正人民的民主自由。”［9］他们一直向往的民

主，在解放区逐渐变为现实。

民主人士还注意到，解放区经济政治建设

蓬勃景象背后，是万千人民高昂的建设激情与

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

行委员楚图南笔下，东北解放区“这二万万人

口所居住的地方，心上有青天，头顶有太阳。

土地、人民、男的、女的都得到了解放，富有

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就保证了新中国的富强和

康乐”［10］。吴羹梅等 59 位民主人士组成的东

北参观团于 1949 年 4 月踏进东北解放区。40 余

［6］王培智：《陈其尤与中国致公党》，广东人民出版

社 2004 年版，第 77 页。　

［7］《建政歌》，《东北日报》1949 年 1 月 24 日。　

［8］《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等发表致各地会员电》，

《东北日报》1949 年 2 月 11 日。　

［9］《来沈民主人士在盛大欢迎会上痛斥南京伪和平阴

谋    拥护毛主席时局声明》，《东北日报》1949 年 2 月 1 日。　

［10］《根据亲身所见所闻    对比两个区域不同》，《东

北日报》1949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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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参观，让他们最动容的也正是建设中的人

民。他们联名致函毛泽东，讲到他们“走遍了

所有东北重要的城市和若干农村，看了许多厂

矿，接触了许多人，也看到了许多伟大动人的

场面”，在这里，“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

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的奢侈

颓废的病态”。［1］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

谭平山、郭沫若等 55 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

们对时局的意见》，盛赞解放区人民昂扬向上

的精神风貌：“这里充满着民主、自由的空气，

蓬勃向上的精神。生产建设，发展猛进。社会

秩序，有条不紊。工农商学各界，各能站在自

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2］

民主人士很清楚，解放区之所以能在经济

建设、政治民主、人民精神风貌等方面产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因此对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

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也寄予无限的希望与憧憬。

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称：“解放区满眼是

新气象，使我们充满了新中国的新希望。我们

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

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

统一的、民主的中国。”［3］民主人士在《我们

对时局的意见》中自信地讲道：“我们敢于相

信，把反动政权摧毁以后，我们能以较短的期

间，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人

民民主共和国。”“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棉薄，

共策进行，以求独立、自由、和平和幸福的新

中国之早日实现。”［4］

二、《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人民

大宪章”

［1］《民主东北参观团参观归来　致书毛主席陈述感

想》，《人民日报》1949 年 6 月 27 日。　

［2］ 李济深等五十余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

《大公报》（重庆）1949 年 1 月 24 日。　

［3］《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1949

年 1 月 22 日），邱钱牧等编《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23 页。　

［4］ 李济深等五十余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

《大公报》（重庆）1949 年 1 月 24 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

的问题。民主人士曾希望在国共之间找到一条

“中间道路”。国共双方经过谈判，协定由国

民政府召集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

社会贤达共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这契

合了民主人士对政治民主的追求。中国民主同

盟发表谈话称：“目前政府准备召开的政治协

商会议，中共已经是同意的，其他一切党派也

都是同意的。”［5］1946 年 1 月，民主人士渴盼

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召开，通过了政府

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协议蕴含

的民主建国之意，符合民主人士期待。于是会

后不久，黄炎培便发表谈话，激动地讲道：“几

百万将士的血肉，几千万同胞的生命财产，换

来胜利两字，说到这里，只想和诸位抱头大哭

一场。天不亡中国，还有今日。”［6］然而不久，

国民党便背弃自己的民主承诺，发动全面内战。

旧政协“昙花一现”的和平走向流产。民主建

国大业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适时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

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

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召开新政协、成立民

主联合政府，让民主人士孜孜以求的民主梦想

有了切实的载体。于是“五一口号”一经提出，

便得到广泛响应。5 月 6 日，民主人士代表沈钧

儒、李济深、马叙伦、郭沫若等发表联合通电，

认为中共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倡议“密合

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

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

要”，并号召“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

［5］《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为制止内战发表谈话》（1945

年 11 月 2 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

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1 页。　

［6］《黄炎培日记》第 9 卷，华文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25 页。　

［7］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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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1］

1949 年 9 月，“五一口号”从纸面走到现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

召开，会上，民主人士代表们踊跃发言，积极

参与《共同纲领》的制定，努力构建新中国的

蓝图。

民主人士最关心的莫过于新中国的国体与

政体，因为其关乎国家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

沈钧儒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谈及对国体的看法，

发言称：“我们必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机构。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人口，包含各民主阶级在内，都得到民主

自由，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

导，这样才能使国家统一起来，发挥无比坚强

的人民力量。”沙千里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谈

及对政体的看法，发言称：“组织法草案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

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使政府既有真正的民主

基础，又有集中的权力，跟资产阶级专政国家

虚伪议会政治完全不同。我们相信，通过这种

形式，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

政必能圆满地推行。”［2］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纲领，民主人士也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马叙伦发言称：“中国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工业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以

后最重要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所以我们必须共

同来鼓励私人资本，及海外华侨与国家资本有

计划地合作，发展工业”，相信我们的民族资

本家“必能依据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来合力建

设工业化的新中国”。［3］陈嘉庚代表华侨民主

人士发言指出，《共同纲领》草案“经济政策

一章，高度发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精神，特别

［1］《中国民主同盟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通电全国响应

中共筹开新政协》（1948 年 5 月 6 日），中国民主同盟

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

1949）》，第 418 页。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

表主要发言》，《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5 日。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

表主要发言》，《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6 日。　

提出便利侨汇，一定能够繁荣经济，吸引华侨

对祖国工商业的投资，以促进新中国建设”［4］。

政治、经济如此，文化建设的表达亦如此。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关于建设“为人民大众

服务”的“人民文艺”，成为文艺界人士的共识。

梅兰芳发言称：“我们的工作是戏剧。是一种

跟人民最接近的文艺。对于人民的思想、教育，

能发生很大影响与效果。过去我们的工作，因

为受了种种限制，处于不利的状态之下，不能

十分发挥我们的效力。……到了今天，烟消雾散，

豁然开朗。一个伟大、庄严、光芒万丈的新天

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因此，他呼吁：“我

们戏剧界的同志们：大家要站出来，快跑到人

民的队伍里去。要跟他们学习，更积极的工作，

推陈出新，力求进步，为建设人民的新中国而

奋斗。”［5］

在热烈的讨论中，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

将亿万民众关于新中国的构想规定了下来，成

为建设新中国最基本的遵循与制度保证。中国

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认为，《共同纲领》“是新

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他确定了新中国的政

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有了‘革命到底’的大

方针，他有了稳步建设的大原则”［6］。梅兰芳

认为“新政协的共同纲领是目前最适宜、最理

想的建国方针”［7］。

除了之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意义外，有民

主人士专门强调了《共同纲领》最后修改和通

过阶段所体现的民主。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说：

《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周

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

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研讨，六百多位同仁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

表主要发言》，《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5 日。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

表主要发言》，《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5 日。　

［6］《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49 年 9 月 21 日），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

史文献（1941-1949）》，第 583 页。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

表主要发言》，《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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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

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

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种民主的，

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慰的”［1］。

这些评论的背后，饱含着对国民党旧政权

压抑言论、破坏民主的深切体会。众多民主人

士都曾渴盼过旧政协能达成他们的民主理想，

但事与愿违。邵力子便在新旧政协对比中表达

立场：“我们为了急切企求和平，三年以前，

曾对政治协商会议，寄托莫大的希望，本人更

是参加当时政协的一个人。”国民党撕毁政协

决议后，打破了民主人士的幻想，“我们看清

了只有承认广大人民所拥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政权，只有由人民自己的部队人民解放军来彻

底改造全国其他的部队，才有达到真正和平的

希望”。［2］马叙伦指出：“政治协商会议这个

名词，虽然已是历史性的，但是，这一个政协，

不是继续上次的政协，它的性质完全和上次的

政协不同。上次的政协，是民主和反民主、伪

民主的集团妥协的。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

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

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的而不是妥

协的。”［3］

《共同纲领》既经代表全中国人民意志的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便名副其实

地成为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建设蓝图。黄炎培

兴奋地将新中国比喻为一座大厦，认为这座新

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跟

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4］。

同样从中看出新中国光辉未来的还有爱国华侨

领袖司徒美堂，他说：“海外华侨一向热爱祖

国，效力革命，但从来得不到祖国真正的爱护，

以致在海外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压迫，回来国内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

表主要发言》，《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5 日。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

表主要发言》，《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5 日。　

［3］ 史宝强编著《“五一口号”史稿》，河北人民出版

社 2015 年版，第 402-403 页。　

［4］《黄炎培描绘新中国》，《大公报》（香港）1949

年 9 月 23 日。　

便受贪官污吏的剥削欺骗，所以很长时期热望

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而

今天，“这个愿望是达到了，使我们感到万分

兴奋！”［5］

三、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翁”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

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

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6］这段满

含深情的话讲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国

人民站立起来，真正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

民主人士对此深有感触。

1949 年 8 月，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费孝通参

加了为期6天的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

他不禁感叹：“这 6 天课里学到的抵过了过去 6
年，甚至 30 多年。30 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的，

在这 6 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是民主。”

他直言，当踏进会场，就被一种崭新的景象所

感动：“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

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

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

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

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

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7］不同身

份地位的人物，能够平等地在同一个会场共商

国是，这在过去根本无法想象。中国共产党把

过去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的民主权利，变为

大多数人都能享有的平等权利，这才是真正的

民主。

人民之所以有参与热情，在于中国共产党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激发了万千人民的“主人翁”

意识。民间刊物《新中国》在其创刊号上发表《走

向新社会的心理准备》一文，表达投身新中国

［5］  《飞越半个地球到北平   司徒美堂向政协致贺》，《大

公报》（香港）1949 年 9 月 23 日。　

［6］《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43 页。　

［7］《费孝通文集》第 6 卷，群言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95、96-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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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急切心态：“我们对新社会的看法决不

可呈观望的态度，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新社会的

主人，难道有谁愿使整个自己呆滞下去吗！”［1］

这种时不我待的心理，很具代表性。《新中国》

还发文称：在旧中国，“人们都抱着一种‘过

一天算二个半天’的厌世消极心理，根本不会

有远大的希望与伟大的计划”，“相反，在新

中国中，政治是健全的、经济是稳定的、文化

是进步的，人们都抱着一种‘过了一天少了二

个半天’的爱世积极心理，一定会有远大的希

望与伟大的计划，也一定时刻想到要提高生活

水平”。［2］国家主人翁意识已然成为时人的普

遍心理，新中国真真正正地成为了广大人民的

“新中国”。

身处其中的民主人士亦以主人翁的心态投

身新中国建设。早在 1949 年 3 月，郭沫若在北

平演说，大声疾呼：“我们多一个人都应该扫

除一己的私心，摒除一切的门户之见，要把全

部的力量，全部的精神，全部的生命，无条件

地拿出来，在中共领导之下，在毛主席领导之

下，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

为建设新中国而鞠躬尽瘁。”［3］陈嘉庚撰文称，

新中国地大物博，如果能举全国民众之力，“团

结一致，无寡而得均，生产进步，诚无限量，

或可居世界之第一位也”。他也以其自身见解，

为新中国提出 12 项“除弊”与“兴利”的举措。［4］

种种建言，缘于民主人士对新中国各项建

设的殷殷期待，同时也缘于新政权对他们的尊

重与重视。具有深刻现实关怀的他们，一有机

会参政议政，便迸发出无比的热情。在中国共

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们不再是旧中

国的“在野党”，而是新中国的“主人翁”。

黄炎培曾被称为“与官不做，遇事生风”。新

［1］ 世孝：《走向新社会的心理准备》，《新中国》

1949 年创刊号。　

［2］ 李永义：《新中国的医学》，《新中国》1949 年

创刊号。　

［3］《郭沫若在平演说》，《文汇报》（香港）1949 年

3 月 1 日。　

［4］ 参见陈嘉庚：《号召海外侨胞投资  建设新中国》，

《文汇报》（香港）1949 年 3 月 31 日。　

中国成立后，71 岁高龄的他本不愿做官，但在

周恩来细致的说服下，终被说动，出任政务院

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为此，他发表《为参

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三十三

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

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

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5］中共请

“出山”的民主人士不止黄炎培一人，著名林

业学家梁希出任林垦部部长、中国同盟会元老

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等，均是如此。在民主

人士眼中，把国家建设好不只是政府的事，更

是自家的事，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就是国家的

主人。司徒美堂也代表海外华侨表示：“侨胞

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号召下，一

定会踊跃投资，返到祖国来，中国有无尽的富藏，

尚未开发，协助政府把祖国搞好，这是我们华

侨义不容辞的责任。”［6］新中国成立后，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新中国”展现出了与前不同的“新气象”。

陈嘉庚指出：“现人民政府时代，作官与前不同，

既不能滥用私人，亦不能营私谋利。”他观察

发现，“人民政府服务人员，不拘作官与非作官，

均须勤劳工作，节俭耐苦。方能适合，无威风，

无虚荣”。［7］越来越多的事实使民主人士深切

体会到，“新中国确实是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

向前迈进”［8］。

四、结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

产党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政治姿态，与各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团结奋斗。

［5］ 俞润生：《黄炎培与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人民

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3 页。　

［6］  《飞越半个地球到北平    司徒美堂向政协致贺》，《大

公报》（香港）1949 年 9 月 23 日。　

［7］《陈嘉庚谈新中国》，《大公报》（香港）1949 年

12 月 5 日。　

［8］《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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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我

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

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

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

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

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

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1］

民主人士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国家才能实现和平与民主。这一认识促

使他们在战后从寻求“中间道路”自觉转变为

坚定接受中共的领导。更重要的是，民主人士

从解放区焕然一新的景象中看到了中共政策实

践的力量，因而对中共领导下的未来的“新中国”

［1］《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37 页。　

充满信心。他们热情响应“五一口号”，以高

度的政治热情参与新政协会议，与中共坦诚协

商，对《共同纲领》这一“人民大宪章”表达看法，

描绘“新中国”蓝图。新中国成立后，民主人

士感受到了中共对人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以“主

人翁”的心态和地位，将自己积极融入党和国

家建设大局，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主人士在

1949 年的选择和参与，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的重要注脚。

﹝作者马皓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生；王毅，中共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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